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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与福田外交

井上正也（成蹊大学）

本报告旨在利用新史料来重新探讨 1978年 8月签订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以下略称“日中条约”）的缔约谈判。关于日中条约，先行研究将关注焦点主

要集中于日中两国围绕反霸权条款（包括第三国条款）的谈判过程。关于中国

为什么改变在反霸权条款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而转为推进缔约的原因，一般归结

为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 1977年 7月邓小平政治地位的恢

复。但是，由于史料的限制，对当时福田赳夫政权在考虑其它外交谈判以及国

内政局的同时，是如何考虑日中条约谈判问题的，却很少论及。为什么在中国

方面改变态度后，到日中条约缔结还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前的先行研究并

没有给我们明确的回答。

本报告主要着眼于福田赳夫政权推进日中条约谈判时所重视的以下两点，

以图在日本政治外交史的脉络中重新梳理日中条约的缔约谈判。

第一，日苏谈判与日中谈判间的平衡问题。正如福田任命鸠山一郎原首相的长男鸠山威一郎为外相时所表

明的，他很重视对苏关系的发展。因此，日中条约谈判也是在考虑日苏渔业谈判的进展情况下被推进的。福田

的外交理念是将日本的外交基础扩大到共产圈的所谓“全方位和平外交”，外务省摸索的是与苏联以及与中国关

系可以齐头并进的外交局面，这与福田的理念基本吻合。本报告利用新公开的外务省档案，阐明了福田首相与

外务省干部在推进对中国谈判之际是如何考虑苏联因素的。

第二，国内政治（政局）与外交的相互关联性问题。福田政权在日中条约谈判过程中考虑最多的是自民党

内的动向。由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实现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对福田来说，那是一种苦涩的记忆。福田虽然在开

辟了日中关系的新道路这点上赞成邦交正常化，但同时也认为那是没有取得党内共识的拙劣外交，由此引起自

民党内的对立更加深刻。本报告发现，与 1972年的日中谈判形成鲜明对比，福田非常重视自民党内一致意见的

形成，对推进条约的文本谈判时非常慎重。同时，本报告还着眼于福田首相的领导力问题，阐明福田是如何抑

制条约积极派的园田直外相擅自主张，并在取得国内共识的基础之上才推进日中条约缔结的。

本报告除了利用了先行研究所使用的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和会谈记录，还利用了实行情报公开法后而解密的

外务省档案以及坊秀男日记等私人文件，来阐明福田政权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战略。

中朝关系的新起点：劳动党八月事件及其结果―基于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的研究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

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是中朝关系在当代历史上的起点。但与人们通常理解的不同，实际上，中朝关系在

朝鲜战争期间十分紧张。战后一段时间，尽管中国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但双方关系依然异常冷淡。这

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56年。

1956年朝鲜劳动党内部斗争激化，发生了金日成镇压反对派的八月事件。中国一开始置身事外，直到大量

反对派干部（以延安派为主）逃亡中国，才引发了毛泽东的震怒。中共和苏共一起采取了干涉朝鲜劳动党内部

事务、迫使金日成承认错误的方针。中苏最初的立场是帮助金日成改正错误，消除因此而引发的朝鲜劳动党内

部危机，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阵脚。

金日成阳奉阴违的态度令毛泽东十分不满，1956年底，中共有意采取强硬措施，像苏联解决匈牙利危机一

样处理朝鲜问题，并为此征求苏共的意见。由于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再加上金日成趁苏联和中国忙于处理波

匈事件之机，再次对党内进行清洗，反对派干部全部被铲除，中国已无法直接干预朝鲜事务。1957年春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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